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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２０１６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数据，以员工是否进行体育锻炼作为健康投
资的衡量指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ＯＬＳ）和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探究各类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的影

响。结果表明，员工的人格特质显著影响健康投资行为，且具有因果效应。其中正向人格特质中，开放性、责任心

和外向性均对健康投资具有正向影响，边际影响分别为６５．０％、３２．１％和４０．２％；负向人格特质中，神经质对健康

投资具有负向影响，边际影响为１７．３％，而顺同性对健康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健康投资　人格特质　“大五”人格

　　中图分类号：Ｆ２４０．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３６（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６６－１２

　　一、问题提出和文献综述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个人进行健康投资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大多根据劳动力的一般特征分

析健康投资行为，认为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结构、当地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劳动力的性别、户籍、教育程度等

特征影响健康投资。叶春辉等（２００８）用替代关系解释劳动力收入和健康投资，发现当农村居民具有较低的

收入水平且受教育程度较低时，倾向于选择用健康人力资本换取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健康水平的下降；而

当健康水平恶化到不得不使用更昂贵的医疗资源来弥补健康损失时，物质资本进一步受损，最终形成恶性

循环［１］。平新乔（２００３）的研究同样表明，农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决定其健康投资决策，且其显著水平在东西

部地区存在差异，而西部地区更为显著［２］。李娟娟和王征兵（２００９）结合陕西当地的医疗环境对农户的健康

投资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劳动力的流动性会削弱其健康投资意愿；同时，家庭结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和医疗机构的可及性也会对农民的健康投资行为产生影响［３］。还有一些学者对健康投资的性别差异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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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差异进行比较，发现在健康投资方面，女性相对于男性更有优先地位；而城镇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更愿意

进行健康投资［４－７］。

然而，除了以上这些因素之外，人格特质作为一种代表劳动力个体特征的因素，对健康投资的影响更

加形象，这也是其他所有因素得以有效发挥的基础。吕娜（２０１１）和浦科学（２０１３）均认为，人们在进行健

康投资选择时，也在进行着家庭效用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动态博弈，这取决于其对未来的主观判

断，而人格特质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８－９］。作为一种非认知能力，韩锐和李景平（２０１３）认为人格特质可

以直接影响个人的许多行为［１０］，康蒂等（Ｃｏｎｔ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以及程虹和李唐（２０１７）也有相同的观

点，其中包括健康投资行为，也可通过教育等客观因素间接影响，且其直接影响实际上超过其通过教育的

间接影响［１１－１４］。

国外学者对人格特质与健康投资的研究起步较早。爱泼斯坦和加菲尔德（Ｅｐｓｔｅｉｎ＆Ｇａｒ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２）

较早对此进行研究，他们将投资者按不同类型人格特质进行划分，发现研究对象进行投资的类型与其特

有的人格特质具有相关性［１５］。此后，研究者对人格特质与健康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地探究。

帕尔梅等（Ｐａｌｍ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提出健康投资与主观态度有关，有较强自控能力和自觉性的人更容易遵循

医嘱并照顾好自己；一些过度乐观的人可能意识到吸烟等行为对健康有负面影响，但他们并不会将风险

归结到自己身上，反而会自我报告高水平的主观健康，并且可能对健康行为进行较少的约束［１６］。拉姆和

舒尔茨（Ｒａｍ＆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７９）的研究表明，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自我调节能力、激励、时间偏好、是否有长

远的眼光及冒险精神等因素会影响健康投资与教育选择，而具有长远的眼光和较低时间偏好的人会选择

更多的投资［１７］。阿尔姆隆德等（Ａｌｍｌｕｎ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１）也认为，人格特质这种非认知能力显著影响教育、

犯罪行为、收益和危险行为的参与［１８］。华莱士等（Ｗａｌｌａｃ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认为，个体进行投资的动机系统实

际上与人格特质密切相关；人格特质按“大五”人格分类，动机系统按回避型和趋近型分类，可发现神经

质和严谨性人格特质与回避型动机系统密切相关，而外向性人格特质与趋近型动机系统正相关［１９］。因

此，具有神经质和严谨性人格特质的人，选择回避健康投资的概率较大，而具有外向性人格特质的人，趋

向选择健康投资的概率较大。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从人格特质的角度研究健康投资行为。在指标的选取上，由于以“预防”为主

的长期健康投资比以“对症治疗”为主的短期健康投资更重要，且行之有效，因此在人格经济学的研究

中，许多学者并未选用医疗卫生投入这一类短期健康投资指标，如周孝等（２０１５）选用员工体育锻炼这一

长期健康投资指标［６］。目前，对于人格特质的研究观点基本趋于一致，大量跨文化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运

用“大五”人格（“ＢｉｇＦｉｖｅ”）模型，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用于人格特质分类最有效的方法。这是因为“大

五”人格模型具有其他人格分类法难以超越的优点，即高度的概括性、高度的普适性和较强的稳定性。

“大五”人格模型的五个维度包括开放性（ｏｐｅｎｎｅｓｓ）、责任心（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外向性（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顺

同性（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和神经质（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能够最大限度地概括所有的抽象的人格特征，每个维度都有

其具体的人格特征因素。周雅玲等（２０１７）的研究认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质相互作用，共同影

响居民家庭资产投资或储蓄的选择，其中也包括健康投资［２０］。朱从庆和董宝林（２０１６）将锻炼作为健康

投资的代理变量，运用“大五人格量表”“情绪调节量表”和“锻炼动机量表”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

开放性、外向性、严谨性和宜人性均对锻炼动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神经质对锻炼动机有显著的负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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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由此得出大学生个体人格特质的独特性导致彼此体育锻炼动机存在差异的结论［２１］。姜媛等（２０１５）

同样将锻炼作为健康投资的代理变量，以在校中学生和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人格特质、锻炼动机和

情绪收益之间的作用机制，发现“大五”人格对于锻炼情绪收益是有效的，而锻炼动机在其中起到了调节

作用［２２］。

总结以上研究可以发现，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的健康投资研究多基于社会调查，调查对象为农村或

城市居民、在校大学生等群体，而本文所用数据为２０１６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其研究对象为中国制

造业企业员工。企业内员工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不同于一般社会群体，除了要考虑家庭和社会因素外，还

需要考虑企业因素的影响。钱德拉塞克兰（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ａｒａｎ，２００３）的研究表明，员工体育锻炼可以通过改善

积极的生活方式来改善压力引起的胃病、心血管疾病等，从而提高员工士气、提高生产力；同时，员工体育锻

炼的参与受到工作时间、所在企业文化的影响［２３］。赵然（２０１５）和段吟颖等（２０１６）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进

程中，劳动力身处不同的所有制部门，反映着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相比而言，其医

疗保障水平及社会福利待遇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此一来，员工自我健康投资也会存在差异，造成明

显的健康梯度［２４－２５］。苏群等（２０１６）基于剥夺理论研究了多阶剥夺、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对劳动者心理健

康的影响，发现工作时间、工作年限和健康投资均影响剥夺的程度，从而影响心理健康［２６］。由此可见，制造

业企业劳动力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的影响，并不能直接运用以往社会调查的研究结果，而需运用新的数据、

模型和研究方法。从研究所用数据来看，中国缺乏员工“大五”人格调查的大样本数据；从研究结果来看，虽

然国内外学者均得出人格特质与健康投资具有相关性，但因研究对象的不一致，具体到各类人格特质对健

康投资的影响并未得出一致性结论。因此，本文拟运用２０１６年中国企业 －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使用“大

五”人格量表，研究在中国特有的劳动力市场中，各类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的影响，并测度人格特质对健康

投资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因果效应。

　　二、计量模型和识别策略

　　（一）模型设定

为了排除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干扰，得出各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此部分采用ＯＬＳ估计方法，根据研究需

要对变量进行调整。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ｊｌ＝β０＋β１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ｉｊｌ＋β２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ｊｌ＋β３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ｊｌ＋β４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ｉｊｌ
＋β５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ｉｊｌ＋ｚ′β＋Ｄｌ＋εｉｊｌ （１）

模型（１）中，被解释变量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ｊｌ代表第ｌ个地区、第ｉ个企业、第ｊ名员工的健康投资情况，待回归系

数β１～β５表示“大五”人格特质对于健康投资的偏回归系数。ｚ′为一系列控制变量，根据以李谷成等

（２００６）、宋时磊和史宇轩（２０１６）为代表的现有人格经济学文献的常用做法［２７－２８］，首先确定包括性别

（ｇｅｎｄａｅｒ）、年龄（ａｇｅ）、是否结婚（ｍａｒｒｉａｇｅ）、受教育年限（ｅｄｕ）、户口类型（ｈｕｋｏｕ）等常用的表示个人特征的

控制变量。其次，因为研究对象为企业员工，不同于以往的社会调查，还需控制一系列企业特征的代理变

量，包括月工作时间（ｍｏｎｔｈｔｉｍｅ）、企业所有制（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工会（ｕｎｉｏｎ）和企业劳动生产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等，

如赵然（２０１５）和段吟颖等（２０１６）的研究做法［２４－２５］。模型（１）中的Ｄｌ为所属行业固定效应，εｉｊｌ为随机误差

项。具体变量含义及数值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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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健康投资 是否体育锻炼；０＝不锻炼，１＝锻炼 ０．５５ ０．５０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开放性 大五人格量表开放性得分 ３．１５ ０．４２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责任心 大五人格量表责任心得分 ３．６６ ０．４５

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外向性 大五人格量表外向性得分 ３．１９ ０．４１

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顺同性 大五人格量表顺同性得分 ３．７１ ０．４０

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 神经质 大五人格量表神经质得分 ２．７１ ０．４６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 ０＝男；１＝女 ０．４５ ０．５０

ａｇｅ 年龄 截至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数据 ３６．５３ ９．４５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是否结婚 ０＝未婚；１＝已婚 ０．７５ ０．４１

ｅｄｕ 受教育年限 将学历换算成受教育年数① １１．８４ ３．０４

ｈｕｋｏｕ 户口类型 ０＝农业户口；１＝城镇户口 ０．３８ ０．４９

ｍｏｎｔｈｔｉｍｅ 月工作时间 日工作小时×２０＋月加班小时 ７１．７７ ３４．４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企业所有制 １＝国有；０＝非国有 ０．９１ １．１４

ｕｎｉｏｎ 企业工会 １＝有工会；０＝无工会 ０．５１ ０．５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劳动生产率 企业工业增加值／企业人数 １２．９６ １６．９８

　　注：运用ｓｔａｔａ统计软件计算各变量的算数平均值和标准差。

　　（二）“大五”人格的二值分类指标

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对员工“大五”人格和健康投资进行因果效应的测度，根据其数据要

求，此部分需构建员工“大五”人格得分的二值分类变量（０—１虚拟变量）。二值分类变量指标的构建，是以

某类“大五”人格的算数平均值为分组标准，将其划分为高得分组或低得分组，高得分组为试验组，低得分组

为对照组。以员工的开放性人格得分为例，在总体样本中，员工开放性人格（ｏｐｅｎｎｅｓｓ）得分的算数平均值为

３．１５。若某个样本的开放性人格（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ｉｊｌ）得分高于３．１５，则划分为高开放性组，属于试验组；若该样本开

放性人格（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ｉｊｌ）得分低于３．１５，则划分为低开放性组，属于对照组。同理，在总体样本中，外向性人格

得分的算数平均值为３．６６，若某个样本的责任心人格（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ｊｌ）高于３．６６，则划分为高责任心组，

若低于３．６６，则划分为低责任心组。总体样本中，外向性人格（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得分、顺同性人格（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得分和神经质人格（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得分的算数平均值分别为３．１９、３．７１和２．７１，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他人格特

质进行二值分类变量的构建。

　　（三）识别策略

本文在研究人格特质与健康投资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 ＯＬＳ回归方法，但此方法难以有效地规避样本

的选择性偏误（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及内生性（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问题。因此，本文参照李唐和程欣（２０１６）［２９］的研究，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测度“大五”人格对健康投资影响的因果效应。

根据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思路，假设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为大五人格的结果变量（ｏｕｔｃｏ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ｉｊｌ表

９６

① 未受教育记为０年，小学６年，初中９年，中专１１年，高中１２年，大专１５年，本科１６年，硕士１９年，博士２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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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具有大五人格高得分的健康投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０ｉｊｌ表示不具有大五人格高得分（具有低得分）的健康投资。本

文将大五人格高得分对健康投资影响的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非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及平均处理效应分别

用ＡＴＴ、ＡＴＵ和ＡＴＥ表示，定义为式（２）—（４）：

ＡＴ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ｉｊ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ｊｌ＝１）×（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０
ｉｊ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ｊｌ＝１） （２）

ＡＴＵ＝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ｉｊ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ｊｌ＝０）×（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０
ｉｊ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ｊｌ＝０） （３）

ＡＴＥ＝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ｉｊ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０
ｉｊｌ） （４）

研究中，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测度的是试验组（“大五”人格高得分组）样本的“大五”人格具有高

得分前后健康投资的变化，非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Ｕ）测度的是对照组（不具有“大五”人格高得分组）样

本的“大五”人格具有高得分前后健康投资变化的期望值。平均处理效应测度在劳动力满足“个体处理效应

稳健假设”的前提下，同一样本个体在具有“大五”人格高得分前后健康投资差异的期望值。

表２　大五人格分组

分组类型 统计定义 所占比例／％

高开放性（试验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１ ４６．８５

低开放性（对照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０ ５３．２５

高责任心（试验组）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１ ４７．２４

低责任心（对照组）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０ ５２．８６

高外向性（试验组） 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１ ４７．５５

低外向性（对照组） 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０ ５２．５５

高顺同性（试验组） 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１ ５３．３３

低顺同性（对照组） 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０ ４６．７７

高神经质（试验组） 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１ ５５．２６

低神经质（对照组） 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０ ４４．８４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的选取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 ２０１６年“中国企

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该调查由

武汉大学牵头，联合清华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共同开展。在选择被调查的企业和与其

匹配的员工时，均严格地施行随机抽样方

法，最终获得有效的企业问卷１１２１份，员

工问卷１１２４９份。调查样本分布于广东

省和湖北省的 ３９个地区，涉及制造业的

３１个行业。此次调查在抽样随机性、问项多元性和质量控制科学性上得到了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的高度

评价［３０］。

健康投资可分为短期健康投资和长期健康投资。短期健康投资通常是“对症治疗”，主要类型有因病

就医，即人们发现健康已经遭受损害后，采取相关医疗措施弥补健康损失，使健康得到恢复。高其法

（２０１３）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短期健康投资而言，长期健康投资多为保健型措施，重在“提前预防”，以提高

身体素质、减少健康损害的概率，其主要类型有体育锻炼等［３１］。赫克曼（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１２）的研究表明，美

国花费数万亿美元用于健康投资，但其中９５％用于治疗，而不是预防［３２］。实际上，预防比治疗更为重要，

且行之有效。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中，体育锻炼这一指标测量简单方便，得到学者们的青睐。由于本文从

人格的角度研究健康投资，目的是探究其长期存在的作用，但“对症治疗”这种短期健康投资更容易受自

身健康状况的影响，且从投资收益来看，长期健康投资更需被提倡，因此，为了研究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

的影响，本文参照周孝等（２０１５）［６］的研究方法，选用员工体育锻炼这一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作为健康投资

的衡量指标。

本文运用员工体育锻炼作为健康投资的衡量指标，数据来自于 ＣＥＥＳ的员工调查问卷，“Ａ５９您平时坚

持体育锻炼吗？（含走路时间）１、锻炼，２、不锻炼”。为方便研究，本文用０－１变量处理体育锻炼这一指标，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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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表示锻炼，“０”表示不锻炼。准确测量人格特质是研究其对于健康投资影响的前提条件。根据罗伯茨

（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９）、李涛和张文韬（２０１５）研究的定义，“人格特质是相对稳定的思想、感受和行为模式，体现了

个体在某种情境下以某种方式作出反应的倾向”［３３－３４］。对于人格特质的测度方法，在实证分析中常用的主

要有人格测试、问卷调查和行为实验三种。其中，为增强大样本调查数据等的可获性，实证研究中最为常用

的是问卷调查法。为剥离人格特质不同纬度的差异状况和层次关系，学界普遍采用“大五”人格分类表对于

受访样本的人格特质进行问卷调查与指标统计。

　　（二）描述性统计

为了得到不同人格特质的员工进行健康投资选择的情况，此部分将员工的“大五”人格得分分别按五分

位数进行分组，观测不同得分中选择健康投资的比例，如图１—图５所示。

图１　不同开放性得分健康投资比例
　　

图２　不同责任心健康投资比例

图１—３分别呈现了不同开放性、责任心和外向性得分分组中健康投资（选择锻炼）的比例。随着三类

人格特质得分的增长，健康投资的比例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随着开放性得分的分组增大，健康投资的比

例平均呈现出７．８７％～２２．２３％的增长，平均增长率为１４．８７％。随着责任心得分的分组增大，健康投资的

比例平均呈现出约４．０３％～１４．０３％的增长，平均增长率为９．２８％。随着外向性得分的分组增大，健康投资

的比例平均呈现出约８．２４％～１１．３９％的增长，平均增长率为９．６１％。

图３　不同外向性得分健康投资比例
　　

图４　不同顺同性得分健康投资比例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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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呈现了不同顺同性得分分组中健康投资（选择锻炼）的比例。随着开放性得分的分组增大，健康投

资的比例平均呈现出约１．２４％～８．８４％的增长，平均增长率为６．４１％。和开放性、责任心和外向性相比，增

长缓慢。图５呈现了不同神经质得分分组中健康投资（选择锻炼）的比例。随着顺同性得分的分组增大，健

康投资的比例平均呈现出约－１２．５７％～－３．３１％的负增长，平均增长率为－６．３１％。与前面所述的人格特

质统计结果均不同。

图５　不同神经质得分健康投资比例

因此，对于开放性、责任心和外向性这一类正向人格特

质而言，得分越高，健康投资比例越大；其中外向性人格的

健康投资比例平均增长率最大，为１４．８７％，而责任心和外

向性人格的健康投资比例平均增长率分别为９．２８％和

９．６１％，低于外向性人格。对于顺同性人格特质而言，仍呈

现出得分越高，健康投资比例越大的趋势，其健康投资的平

均增长率为６．４０％，低于三个正向人格特质。神经质这一

负向人格特质，呈现出与其他人格特质不同的规律，即神经

质得分越高，健康投资比例越小。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表３为倾向得分匹配的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部分“大五”人格特

质能显著影响健康投资行为。由表３可以看出，三个正向人格（开放性、责任心和外向性）对健康投资具有

正向影响，均在１％～５％水平上显著，系数分别为０．３０２、０．１２０和０．１７８，边际影响分别为６５．０％、３２．１％和

４０．２％。而在负向人格特质中，顺同性对健康投资的影响不显著，神经质对健康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在５％

水平上显著，系数为－０．０９６，边际影响为１７．３％。由此可见，“大五”人格的不同纬度对健康投资行为的影

响不同，即正向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负向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有负向影响或无影响，且正

向人格特质相对于负向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影响更大，其中开放性人格特质边际影响最大。

表３　员工健康投资的Ｌｏｇｉｔ回归

系数 标准误 Ｚ Ｐ 边际影响

开放性 ０．３０２ ０．０５２ ５．８６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５０

责任心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５ ２．１９６ ０．０２８ ０．３２１

外向性 ０．１７８ ０．０６５ ２．７２５ ０．００６ ０．４０２

顺同性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０ １．４５１ ０．１４７ ０．２２４

神经质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５ －２．１３９ ０．０３２ －０．１７３

性别 －０．１８０ ０．０４５ －４．０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４

年龄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３．５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２８３

婚姻状况 －０．２１１ ０．０４３ －３．８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４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６ １２．５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８１

户口类型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１．８７０ ０．４２９ －０．０３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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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系数 标准误 Ｚ Ｐ 边际影响

月工作时间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３．５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２

企业所有制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 －１．４５１ ０．１４７ －０．０１７

工会 ０．２３４ ０．０５４ ４．３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９

企业劳动生产率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１８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７

行业固定效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１．１８０ ０．２３７ ０．０３９

常数项 －２．５４４ ０．３３５ －７．５９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４

Ｌｏｇ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３１４０．２６０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１４）＝２０６１．１７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０．０８０

　　注：表示在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５％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１％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报告稳健的标准误。

与朱从庆和董宝林（２０１６）［１１］的研究结果相比较可以发现，除顺同性的影响结果不一致外，其他人格特

质的研究结果均一致。研究结果也符合华莱士等（２００２）的投资动机系统［１９］，外向性人格特质与趋向性健

康投资正相关，且选择健康投资的概率最大，而神经质人格特质与健康投资负相关，选择回避健康投资的概

率较大。与上述描述性统计结果相比较，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开放性、责任心、外向性和神经质呈现出相

一致的结果，而顺同性对健康投资的影响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不同。描述性统计中，随着顺同性得分提高，

健康投资提高，但相比其他人格特质，增长幅度最小；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其小幅度的增长并不显著，未呈现

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正向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见，其他控制变量的加入对于得出准确的结论确实

有必要。

此外，回归中还控制了员工个人特征和企业特征。其中，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和户口类型对

员工健康投资具有显著影响，边际概率依次为５．４％、２８．３％、１１．４％、４８．１％和３．０％。员工个人特征中，首先

是受教育年限对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最大，即员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健康投资的边际概率越大，这与李娟

娟和王征兵（２００９）［３］的研究结果一致。其次是员工的年龄，年龄越大，员工参与健康投资的边际概率越大。一

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健康人力资本存量随着时间消耗而减少，人们对健康投资的需求也就更大；另一方面，随着

年龄的越大，疾病开始显现，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越来越多地关注，更容易意识到健康投资的重要性。再次，未

婚员工参与健康投资的边际概率大于已婚员工。当人们组建新的家庭之后，任何选择都需要考虑家庭综合状

况、家庭成员想法、总收入支出等等。此时的选择与未婚不同的是，除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博弈外，健康投资选择

也是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动态博弈。此外，女性员工参与锻炼的边际概率要低于男性员工，其数值为５．４％。从

企业方面来看，工会对员工健康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边际概率为８．９％；而企业劳动生产率对健康投资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边际概率为１．７％。有工会的企业中，员工参与健康投资的边际概率大于没有工会的企业员工，

因此工会对员工健康投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与邓等人（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３５］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企业

劳动生产率对健康投资具有负向影响，这也印证了叶春辉等（２００８）［１］的研究中劳动生产率和健康人力资本之

间具有替代效应的结论。

比较各个因素对健康投资的影响，总体来看，员工“大五”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的边际影响高于其他任

何一个变量的边际影响，且外向性人格特质的边际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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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开放性与健康投资（卡尺Ｋ近邻匹配）

匹配方法 统计指标 影响系数
锻炼

高开放性组 低开放性组
统计值

Ｋ近邻匹配法
（ｎ＝４）

匹配前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１４３ ０．６１９ ０．４７６ １１．６７

ＡＴＴ ０．１０８ ０．６１９ ０．５１１ ６．７７

ＡＴＵ ０．１１１ ０．４７６ ０．５８６ ５．９１

ＡＴＥ ０．１０９ － － ７．０３

卡尺匹配法

（ｒ＝０．０２３）

匹配前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１４３ ０．６１９ ０．４７６ １１．６７

ＡＴＴ ０．１０６ ０．６１９ ０．５１３ ６．２３

ＡＴＵ ０．１１０ ０．４７６ ０．５９３ ５．９１

ＡＴＥ ０．１０６ － － ６．９３

卡尺Ｋ近邻匹配
（ｎ＝４，ｒ＝０．０２３）

匹配前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１４３ ０．６１９ ０．４７６ １１．６７

ＡＴＴ ０．１１１ ０．６１９ ０．５１２ ６．１２

ＡＴＵ ０．１１５ ０．４７６ ０．５８０ ５．９１

ＡＴＥ ０．１１３ － － ７．２２

　　注：（１）“匹配前”指未使用ＰＳＭ方法匹配的样本，“匹配后”指使用ＰＳＭ方法匹配后的样本；（２）运用自抽样法反复抽样５００次得到匹配
后的标准误；（３）匹配前的统计量呈现ｔ统计值，匹配后的统计量呈现ｚ统计值；（４）表示１％显著性水平。

表５　顺同性与健康投资（卡尺Ｋ近邻匹配）

匹配方法 统计指标 影响系数
锻炼

高顺同性组 低顺同性组
统计值

Ｋ近邻匹配法
（ｎ＝４）

匹配前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０７１ ０．５８２ ０．５１１ ３．６８

ＡＴＴ ０．０７２ ０．５８１ ０．５０９ １．６５

ＡＴＵ ０．０５１ ０．５１１ ０．５６３ １．５１

ＡＴＥ ０．０６３ － － １．６５

卡尺匹配法

（ｒ＝０．０２３）

匹配前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０７１ ０．５８２ ０．５１１ ３．６８

ＡＴＴ ０．０７０ ０．５８１ ０．５１０ １．２３

ＡＴＵ ０．０４９ ０．５１１ ０．５６４ １．４３

ＡＴＥ ０．０６１ － － １．５４

卡尺Ｋ近邻匹配
（ｎ＝４，ｒ＝０．０２３）

匹配前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０７１ ０．５８２ ０．５１１ ３．６８

ＡＴＴ ０．０７２ ０．５８１ ０．５０９ １．２３

ＡＴＵ ０．０５２ ０．５１１ ０．５６１ １．４４

ＡＴＥ ０．０６５ － － １．５２

　　注：（１）“匹配前”指未使用ＰＳＭ方法匹配的样本，“匹配后”指使用ＰＳＭ方法匹配后的样本；（２）运用自抽样法反复抽样５００次得到匹配
后的标准误；（３）匹配前的统计量呈现ｔ统计值，匹配后的统计量呈现ｚ统计值；（４）表示１％显著性水平。

表６　神经质与健康投资（卡尺Ｋ近邻匹配）

匹配方法 统计指标 影响系数
锻炼

高神经质组 低神经质组
统计值

Ｋ近邻匹配法
（ｎ＝４）

匹配前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０９６ ０．５０７ ０．６０３ －７．７５

ＡＴＴ －０．０８６ ０．５０７ ０．５９３ －４．０３

ＡＴＵ －０．０７６ ０．６０３ ０．５２８ －５．０５

ＡＴＥ －０．０８１ － － －４．８３

卡尺匹配法

（ｒ＝０．０２３）

匹配前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０９６ ０．５０７ ０．６０３ －７．７５

ＡＴＴ －０．０８９ ０．５０７ ０．５９３ －４．３２

ＡＴＵ －０．０８０ ０．６０３ ０．５２７ －５．２４

ＡＴＥ －０．０８４ － － －４．９２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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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匹配方法 统计指标 影响系数
锻炼

高神经质组 低神经质组
统计值

卡尺Ｋ近邻匹配
（ｎ＝４，ｒ＝０．０２３）

匹配前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０９６ ０．５０７ ０．６０３ －７．７５

ＡＴＴ －０．０８６ ０．５０７ ０．５９３ －４．２３

ＡＴＵ －０．０７４ ０．６０３ ０．５２７ －５．２２

ＡＴＥ －０．０８０ － － －４．７３

　　注：（１）“匹配前”指未使用ＰＳＭ方法匹配的样本，“匹配后”指使用ＰＳＭ方法匹配后的样本；（２）运用自抽样法反复抽样５００次得到匹配
后的标准误；（３）匹配前的统计量呈现ｔ统计值，匹配后的统计量呈现ｚ统计值；（４）表示１％显著性水平。

　　（二）倾向得分匹配

上文得出了员工的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但未能得出这种影响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为此，

此部分运用 ＰＳＭ方法，对“大五”人格与健康投资（进行体育锻炼）的因果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最

常见的几种匹配方法检验两者之间的因果效应，Ｋ近邻匹配法、卡尺匹配法和卡尺Ｋ近邻匹配法，具体结果

如表４—表６所示。

表４中呈现了三种匹配方法的结果，结果表明，开放性得分对员工健康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

应。在试验组样本中，开放性得分高使得健康投资的概率提高了１０．６％～１１．１％；对于对照组样本而言，开

放性得分高使得健康投资的概率提高了１１．０％ ～１１．５％；对于全部员工样本而言，开放性得分高使得健康

投资的概率提高了１０．６％～１１．３％。责任心与外向性呈现出与开放性一致的结论，均对健康投资行为具有

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由于篇幅限制，未呈现其具体数据。

由表５的结果可以看出，顺同性得分对员工健康投资行为不具有显著的因果效应。由表６可以看出，神

经质得分对员工健康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因果效应。对于试验组样本而言，神经质得分高使得健康投

资的概率降低了７．０％～７．２％；对于对照组样本而言，神经质得分高使得健康投资的概率降低了４．９％ ～

５．２％；对于全部员工样本而言，神经质得分高使得健康投资的概率降低了６．１％～６．５％。

由上述分析可知，开放性、责任心和外向性这三个正向人格特质对员工健康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

效应，顺同性对员工健康投资不具有因果效应，而神经质对员工健康投资具有负向因果效应。

　　五、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重点研究了企业内员工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的影响。在研

究过程中，首先采用ＯＬＳ估计方法对人格特质和健康投资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其次采用 ＰＳＭ方法验证两者

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现有文献进行补充。本文的研究结果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人格特质影响健康投资，且具有因果效应。本文运用 ＯＬＳ回归的方法验证了人格特质影响员工

健康投资，且运用ＰＳＭ方法证实了其因果效应。在“大五”人格的各个维度中，开放性、责任心和外向性三个

正向维度均对健康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性和外向性在１％统计水平上显著，责任心在５％统计水

平上显著，开放性、责任心和外向性对健康投资的边际影响分别为６５．０％、３２．１％和４０．２％。负向人格特质

中，神经质对健康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５％统计水平上显著，边际影响为１７．３％，而顺同性对健康投

资的影响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

第二，员工健康投资受多因素影响，其中人格特质作用最显著。员工的健康投资行为受到其人格特质、

个人一般特征和企业因素三个方面的影响，比较各个因素对健康投资的影响，总体来看，员工“大五”人格特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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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对健康投资的边际影响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变量的边际影响。可见，在所有影响因素中，人格特质起着最

重要的作用，也可进一步佐证人格特质是其他所有因素得以有效发挥的基础。

第三，“大五”人格的不同纬度对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不同，即正向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有显著正向影

响，负向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有负向影响或无影响，且正向人格特质相对于负向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影响

更大，其中开放性人格特质边际影响最大。开放性人格是决定人们进行健康投资选择时最重要的因素，具

有开放性人格的这一类人，通常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求知欲，因此愿意接受新事物并做出相应的改变，即使

投资伴随着风险，也愿意在现有健康水平上进行更多的投资。具有责任心人格的这一类人，充满责任感，不

满足于平庸的现状，具有将工作做到最好的态度和积极向上的追求，也就不难解释他们更多地追求更好的

健康，也更希望通过健康投资获得健康收益。具有外向性人格的人果断、雄心勃勃，更容易通过自己的理性

分析进行果断的选择。而具有神经质人格的人恰好相反，这一类人选择困难，更容易担心结果不如意，因此

在面临健康投资选择时，容易担心健康投资不能带来预期的收益，缺乏投资动力。而具有顺同性人格特质

的这一类人，更多地服从，而不是主动选择，因此与健康投资这种需要自我选择的行为关系较弱。

参考文献：

［１］叶春辉，封进，王晓润．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医疗消费：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８（８）：１６－２４．

［２］平新乔．从中国农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看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的选择［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３（１１）：５２－６３，１５６．

［３］李娟娟，王征兵．陕西农户健康投资意愿影响因素分析［Ｊ］．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４）：３４－３８．

［４］高梦滔，姚洋．性别、生命周期与家庭内部健康投资———中国农户就诊的经验证据［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４（７）：１１５－１２５．

［５］李岩．烟台市居民健康与健康投资影响因素研究［Ｄ］．北京：北京体育大学，２００４．

［６］周孝，冯中越，孙珊．个人健康投资能促进就业吗？———基于 ＣＨＮＳ的实证分析［Ｊ］．人口学刊，２０１５（２）：８７－１０１．

［７］江婷婷，赵颖智，石智雷．流动人口就医行为及公共卫生服务利用质量分析———基于湖北省２０１３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Ｊ］．宏观质量

研究，２０１５（１）：１１１－１１９．

［８］吕娜．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私人与公共健康投资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实证分析［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１１．

［９］浦科学．寿命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者健康投资分析［Ｊ］．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１３（１１）：５－７．

［１０］韩锐，李景平．薪酬公平感、人格特质对公务员越轨行为的影响［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９９．

［１１］ＣＯＮＴＩＧ，ＨＥＣＫＭＡＮＪＪ，ＬＯＰＥＳＨＦ，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１．

［１２］ＣＯＮＴＩＧ，ＨＥＣＫＭＡＮＪＪ，ＵＲＺＵＡＳ．Ｅａｒｌｙ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Ｚ］．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０１１－００１，２０１１．

［１３］ＣＯＮＴＩＧ，ＨＥＣＫＭＡＮＪＪ，ＵＲＺＵＡＳ．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０，１００（２）：２３４－２３８．

［１４］程虹，李唐．人格特征对于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ＣＥＥＳ）的实证研究［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２）：１７１－１８６．

［１５］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ＧＡＲＦＩＥＬＤ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ｍａｒ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Ｌｔｄ．，１９９２．

［１６］ＰＡＬＭＥＲＡＭ，ＣＯＲＲＥＡＪＢ，ＨＥＣＫＭＡＮＢＷ，ｅ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ｉｇ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ｓｍｏｋｉｎｇ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１６，４０（３）：３８１－３８８．

［１７］ＲＡＭＲ，ＳＣＨＵＬＴＺＴＷ．Ｌｉｆｅｓｐ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ａｖｉｎｇ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７９，２７（３）：３９９－４２１．

［１８］ＡＬＭＬＵＮＤＭ，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Ａ，ＨＥＣＫＭＡＮＪＪ，ｅｔ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ＩＺ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５５００，２０１１．

［１９］ＷＡＬＬＡＣＥＨＭ，ＢＡＵＭＥＩＳＴＥＲＲＦ．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ｔｓ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ｆ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ｇｌｏ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８２（５）：８１９－８３４．

［２０］周雅玲，于文超，肖忠意．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１）：４７－５６．

６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６，２０１８）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２１］朱从庆，董宝林．人格特质与大学生锻炼动机：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效应［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１）：９４－１００．

［２２］姜媛，张力为，毛志雄．人格、锻炼动机和锻炼取向对体育锻炼情绪效益的作用［Ｊ］．天津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２）：１４７－１５１．

［２３］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ＡＲＡＮＮＫ．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ｈｅａｌｔｈ［Ｊ］．Ｉｎ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３，７（２）：２３－２６．

［２４］赵然．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城镇劳动力的健康梯度———基于不同劳动力部门的考察［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２）：

１１３－１１８．

［２５］段吟颖，刘千亦，孙义恒．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对职工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Ｊ］．宏观质量研究，２０１６（３）：５５－６９．

［２６］苏群，赵霞，季璐．基于剥夺理论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研究［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６）：９３－１０１，１４５－１４６．

［２７］李谷成，冯中朝，范丽霞．教育、健康与农民收入增长———来自转型期湖北省农村的证据 ［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６（１）：６６－７４．

［２８］宋时磊，史宇轩．户籍制度背景下农民工与城市工的人格特质比较［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６（１２）：８４－８７．

［２９］李唐，程欣．技能培训对员工工资的因果效应测度———来自２０１５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 （ＣＥＥＳ）的新证据［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２０１６（４）：１１２－１２１．

［３０］程虹，刘三江，罗连发．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基于５７０家企业４７９４名员工入企调查数据的分析［Ｊ］．管理世界，

２０１６（２）：５７－７０．

［３１］高其法．健康的边际价值变化特征与长期健康投资不足［Ｊ］．医学与哲学（Ａ），２０１３（９）：３３－３４，３７．

［３２］ＨＥＣＫＭＡＮＪＪ．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Ｊ］．Ｈｅａｌ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２１（１）：２４－２９．

［３３］ＲＯＢＥＲＴＳＢＷ．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２００９，４３（２）：

１３７－１４５．

［３４］李涛，张文韬．人格特征与股票投资［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５（６）：１０３－１１６．

［３５］ＤＥＮＧＹ，ＨＵＡＮＧＳ，ＬＩＮＬ，ｅｔａｌ．Ｌａｂｏｒ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ｆｉｒｍ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Ｊ］．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７，１０（１）：９０－１０５．

Ｄｏ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ｉｔｓＡｆｆｅｃｔ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ＥＥＳ

ＣＨＥＮＧ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ｙａＬＩＴａ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ｓ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ｉｔｓ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ＯＬ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ＳＭ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ｔａｆ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ＣＥＥＳ）ｄａｔａ．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ｈａｖｅ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ａｖｅａｃａｕｓ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ｉｔｓｏｆ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ｓｅｎｓｅ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ｈａ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６５％，３２．１％ ａｎｄ４０．２％，ｗｈ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ｉｔｓ，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ｈａｓ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１７．３％，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ｓ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ｉｔｓ；“ＢｉｇＦｉｖ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责任编辑：蒋　琰

７７


